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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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探讨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对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水平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各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299～0.654之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整体显现出“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格局，以及“高高-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性；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市场竞争程度、政府科技创新支持、环境规制、区域城镇化率等因素对我国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据此，基于这些驱动因素的异质性影响，提出促进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建议【精炼表述建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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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discussing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uses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dopt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degre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driving factor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in 30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as well a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regional systems both show a fluctuating trend, the mea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in each province is between 0.299 and 0.654, on the whol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East high, Middle level and West low" 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high-low" cluster is shown; factors such as ecological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degree of market competition, government suppor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gional urbanization rate al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provincial systems in China, and show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heterogeneous influence of these drivers, a differentiation policy proposal is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 region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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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推动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我国面临着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等巨大压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党中央将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定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1]，生态环境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2]；同时，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交互耦合的复杂关联关系[3]。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形成以科技创新促进生态环境优化，以生态环境改善推进科技创新的良好局面，将成为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4]。因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国外学者起步较早，主要集中在两者间的单向影响研究。一是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优化的作用研究。Fussler等[5]提出了“生态创新”的概念，强调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经济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Chen等[6]则基于投入-产出的视角构建出成本内生化的科技创新系统，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度了科技创新效率对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以及贡献程度；Barker等[7]通过将科技创新分为偏向型与中和型科技创新，探讨了不同方向的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并指出偏向于环境友好型的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效果较为明显。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科技创新落后是导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有效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8]。二是生态环境优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随着工业污染逐渐加重，势必迫使政府采取相关的环境规制，亦对区域科技创新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9]。Zhang等[10]指出环境规制不仅会给企业带来巨额的治理成本，也会驱使企业资本将以发展为背景的创新项目投资转向污染治理项目上，从而降低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波动假说”则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但长期来看可以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型，激活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力，进而使企业取得创新优势和先动优势 [11]。此外，也有学者强调生态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持续性的资源、物资和空间基础，如何有效协调两者的关系将成为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关键[12]。

虽然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是关于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关系的研究。部分学者从胁迫和约束的视角出发，指出早期的粗放型科技创新对资源环境依赖较大，可能会对地区生态环境带来较重的负担[13]；而采取适当的环境规制约束可以有效激发更多的创新活动，减少早期创新的直接成本和资源依赖[14]，进一步验证了“波特假说”；也有学者基于PVAR方法研究发现，发展科技创新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二者具有一定的协同发展关系[15]。其二是关于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演变规律研究。从时序变迁上看，周雪娇等[16]利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了我国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指出我国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且存在着较大区域差异。在空间格局演变上，向丽[17]通过变异系数和协调度模型研究发现，我国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呈现出“东高、中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三是关于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优化内部要素的影响因素研究。周国富等[18]基于偏好与技术创新的视角，验证了技术创新能够有效抑制工业“三废”排放量，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庄之桥[19]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技术创新对区域能源利用强度的影响，指出技术创新对能源利用强度具有显著的消减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尽管国内外学者关于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间的关系研究较为丰富，但大多局限于两者间的单向影响研究，对于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依旧较为匮乏，更是缺少对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分析。另外，涉及两者时空耦合的相近文献在进行驱动因素分析时，较少考虑区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忽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导致驱动因素的定量分析出现较大偏差。鉴于现有文献的研究不足，本研究通过探讨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并揭示其时空格局特征；此外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产业、市场、政府、区域4个层面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究了东、中、西部地区相关驱动因素的异质性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差异化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各省域实现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2  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机理

“耦合”的概念来自物理学领域，用于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和影响产生大于各子系统单独作用的整体效应[20]。协调发展则是指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通过这种互动影响关系促进综合系统从简单、低级和无序转向复杂、高级和有序，最终实现综合系统优化升级的集中体现[21]。众多学者已经证实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与区域生态环境优化系统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的复杂关系，但具体两系统间的内部机制分析依旧较为模糊，为此，【文献综述部分已有阐述】本研究进一步依据耦合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耦合互动机制与协调发展机制两方面来系统性探讨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以期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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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域科技创新与区域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机理

2.1  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互动机制分析

（1） 区域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优化的影响。区域科技创新通过创新要素的投入促进传统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原有技术和生产模式改革升级，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与废弃物以及环境有害物的排放等。同时，创新市场为生态创新产品提供了重要的交易平台以及外在环境，是有效拉动生态创新产品需求、实现市场绿色发展的关键。此外，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势必会造成区域内、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科技创新竞争加剧，提高技术市场活力，促进技术信息交流，鼓励企业进行低碳环保型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因而，区域科技创新是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优化的重要措施。

（2） 区域生态环境优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生态环境优化不仅涉及到节能减排和环境污染治理，还包含绿色生态环境保持[22]，适宜的生态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性的资源和物资，将有助于促进区域创新型企业的有效集聚，提高科研创新效率。虽然生态环境优化增加了企业的外部成本，对区域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也产生了重大冲击，但间接地通过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倒逼企业推进传统技术的更新换代，实现高效创新发展。此外，低碳环保型产品和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具有的巨大市场前景，势必会刺激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促使企业进一步加大环保型创新要素的投入与产出。因而，生态环境优化对区域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承载和倒逼作用。

2.2  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协调发展机制分析

通过两系统的耦合互动机制分析，可见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动态关联性，然而在现实情况中，两系统的相互影响时序并不一定相同，有效实现两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协调发展则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若两者互动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则会造成两系统发展的相互制约，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绿色市场发展、生活环境改善等，使得区域两系统的协调发展偏离理想状态[3]。综合上述分析可见，在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进程中，不仅涉及产业和市场层面，还需要政府的有效调节以及适宜的生活环境支撑等。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耦合协调度模型
测算耦合协调度之前，需要先进行综合水平评价。本研究借鉴谢彦龙等[23]学者的做法，利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进行线性加权来测度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f(x)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g(y)。运用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见公式（1）和公式（2）[24]，建立两系统耦合度测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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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耦合度只用于测度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程度，无法反映子系统间的发展水平，可能出现处于较低综合发展水平的两系统却得到较高协调度的情况。为此，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建立在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之上的相互作用测度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合已有研究，构建出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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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E、C＇、D 分别为科技创新系统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的综合水平、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a、b为待定系数，在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同等重要，因此本研究中a和b的数值均取0.5。
此外，为准确判断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的等级，本研究参考廖重赋[25]、谷缙等[3]、李强等[26]学者对耦合协调度的划分标准，并结合本研究的数据特点和实际情况，进一步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4个层次：耦合协调度在0.1～0.3之间，处于弱耦合协调阶段；0.3～0.5之间，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0.5～0.7之间，为良好耦合协调阶段；0.7～1.0之间，为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3.1.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具体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莫兰指数）两种分析方法。

（1）全局空间自相关。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探讨科技创新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的平均关联程度，判断两系统的互动关系是否存在空间关联性与集聚性。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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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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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系统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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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S2分别为平均值和标准差。
空间邻接矩阵不能有效突出区域地理因素的影响，而经济距离矩阵与回归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内生性等问题，因此本研究直接采用反距离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权重，可以有效体现出地理上相近但并不邻接的省域之间的空间影响[27]。反距离权重矩阵一般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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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间的球面距离。全局Moran’s I指数值在−1和1之间：给定显著性水平时，全局Moran’s I指数值大于零，表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当Moran’s I指数值小于零，表示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空间负相关；当Moran’s I指数值等于零，表示空间上呈现出随机分布的态势，不存在空间关联性。
（2） 局部空间自相关。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数来进一步揭示具体哪些区域存在空间上的关联性与集聚性。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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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中各变量含义同上。
3.1.3  空间计量模型

考虑到区域之间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关联性，本研究将空间效应作为影响因素纳入计量模型，进一步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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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式（6）中：yit为被解释变量；wit为空间权重矩阵，选取反距离权重矩阵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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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反映邻近地区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xit为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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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反映邻近地区解释变量对本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μi和δt分别表示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
进一步根据不同情况，可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成3种形式：当λ为0时，模型退化为空间杜宾模型（SDM），当λ与γ都为0时，模型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SAR），当ρ与λ都为0时，模型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M）。

3.2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来源于2009－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工业科技企业活动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其中，针对个别省份和年份的缺失数据，通过平均插值法进行补全。此外，由于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本研究则使用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4  实证分析

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准确评价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依据前文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并结合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来构建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叶堂林等[28]的研究，从创新要素投入、创新市场产出、创新环境支撑3个层面选取11个指标构建区域科技创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生态环境优化水平的考核，通过借鉴李虹等[29]、程华等[22]的研究，从节能减排、生态保持、环境治理3个层面选取10个指标构建生态环境优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测度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科技创新系统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ADDIN CNKISM.UserStyle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属性
	权重

	科

技

创

新
	创新要素投入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正
	0.072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正
	0.096

	
	
	高等学校R&D课题数/项
	正
	0.063

	
	创新市场产出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
	正
	0.107

	
	
	3种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件
	正
	0.122

	
	
	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正
	0.12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正
	0.113

	
	创新环境支撑
	地方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占比
	正
	0.097

	
	
	每10万人高等院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正
	0.047

	
	
	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个
	正
	0.111

	
	
	研究与开发机构数量/个
	正
	0.049

	生

态

环

境

优

化
	节能减排
	万元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万t
	负
	0.009

	
	
	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万t
	负
	0.010

	
	
	万元GDP工业固定废物产生量/万t
	负
	0.011

	
	
	单位GDP能耗/（t标准煤/万元）
	负
	0.027

	
	生态保持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正
	0.07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
	0.041

	
	
	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正
	0.176

	
	环境治理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万元
	正
	0.249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万t
	正
	0.2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万t
	正
	0.199


        注：GDP代表地区生产总值。下同。
4.2  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综合评价分析

根据科技创新系统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计算各项指标权重（见表1），并进行线性加权得到各省域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如表2所示。限于篇幅，以3年为时间跨度，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1）各省份的测度结果进行报告。
依据表2，整体来看，在区域科技创新方面，除了海南外，其他各个省域科技创新综合水平普遍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具体来说，在4个时间节点中，广东、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始终处在领先水平，而广西、贵州、青海等科技创新水平相对较低的省份均分布在西部地区。此外，各省域间的科技创新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2008年科技创新水平最高的省域与最低的省域间的差距仅为0.258；到2017年，科技创新水平最低的青海省，其科技创新水平仅为0.015，与科技创新水平最高的广东相差达到0.746。
在生态环境优化方面，各省域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表明这几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效果显著。具体来看，4个时间节点中，山东、广东、江苏等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优化水平始终位于前列，而广西、贵州、甘肃等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优化水平相对较低。生态环境优化水平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距，2008年区域生态环境优化水平最低值与最高值相差0.33，到2017年差距值扩大到0.445。
通过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可见，科技创新水平普遍滞后于生态环境优化水平。此外，科技创新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生态环境优化水平也相对较好，间接反映出两系统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表2  我国30省份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综合发展水平

	地区
	省份
	科技创新水平
	生态环境优化水平

	
	
	2008年
	2011年
	2014年
	2017年
	2008年
	2011年
	2014年
	2017年

	东部
	北京
	0.273
	0.336
	0.429
	0.500
	0.189
	0.210
	0.263
	0.288

	
	天津
	0.102
	0.122
	0.163
	0.159
	0.186
	0.177
	0.187
	0.199

	
	河北
	0.043
	0.058
	0.081
	0.106
	0.250
	0.349
	0.451
	0.437

	
	辽宁
	0.097
	0.112
	0.125
	0.121
	0.259
	0.321
	0.381
	0.356

	
	上海
	0.191
	0.232
	0.251
	0.280
	0.228
	0.158
	0.202
	0.242

	
	江苏
	0.235
	0.408
	0.520
	0.606
	0.324
	0.343
	0.402
	0.439

	
	浙江
	0.049
	0.241
	0.321
	0.198
	0.189
	0.237
	0.341
	0.316

	
	福建
	0.069
	0.095
	0.122
	0.154
	0.182
	0.191
	0.267
	0.248

	
	山东
	0.145
	0.212
	0.272
	0.327
	0.427
	0.461
	0.591
	0.610

	
	广东
	0.293
	0.403
	0.523
	0.761
	0.306
	0.332
	0.412
	0.490

	
	海南
	0.037
	0.018
	0.020
	0.019
	0.117
	0.157
	0.169
	0.165

	中部
	山西
	0.046
	0.050
	0.062
	0.065
	0.248
	0.310
	0.363
	0.341

	
	吉林
	0.051
	0.061
	0.069
	0.086
	0.177
	0.203
	0.245
	0.228

	
	黑龙江
	0.059
	0.064
	0.071
	0.063
	0.200
	0.246
	0.272
	0.262

	
	安徽
	0.192
	0.099
	0.148
	0.388
	0.180
	0.237
	0.274
	0.320

	
	江西
	0.045
	0.055
	0.082
	0.127
	0.175
	0.241
	0.255
	0.254

	
	河南
	0.060
	0.090
	0.133
	0.174
	0.220
	0.265
	0.349
	0.370

	
	湖北
	0.084
	0.113
	0.173
	0.221
	0.183
	0.209
	0.261
	0.260

	
	湖南
	0.063
	0.093
	0.125
	0.158
	0.165
	0.202
	0.227
	0.226

	西部
	内蒙古
	0.025
	0.031
	0.035
	0.039
	0.220
	0.343
	0.440
	0.373

	
	广西
	0.029
	0.048
	0.061
	0.071
	0.151
	0.186
	0.218
	0.207

	
	重庆
	0.043
	0.061
	0.091
	0.124
	0.176
	0.239
	0.248
	0.247

	
	四川
	0.082
	0.105
	0.146
	0.187
	0.277
	0.314
	0.333
	0.330

	
	贵州
	0.022
	0.026
	0.039
	0.060
	0.097
	0.139
	0.194
	0.213

	
	云南
	0.029
	0.032
	0.041
	0.057
	0.153
	0.232
	0.248
	0.224

	
	陕西
	0.069
	0.088
	0.126
	0.160
	0.150
	0.221
	0.264
	0.442

	
	甘肃
	0.031
	0.035
	0.044
	0.048
	0.163
	0.192
	0.262
	0.273

	
	青海
	0.008
	0.007
	0.011
	0.015
	0.224
	0.291
	0.311
	0.313

	
	宁夏
	0.015
	0.017
	0.021
	0.032
	0.135
	0.183
	0.243
	0.207

	
	新疆
	0.023
	0.026
	0.031
	0.031
	0.157
	0.202
	0.245
	0.239


4.3  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时序特征分析

根据式（1）至式（3），计算出2008－2017年各省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并按照前文耦合协调度的划分标准，得到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类型。限于篇幅，这里仅展现出各省份2008、2017年以及10年均值的耦合协调度数值及其类型，结果如表3所示。整体来看，2008－2017年各省域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299～0.654之间，除了海南略微有所下降，其他省份均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属于中度耦合协调的省域数量相对较多，占比达到60%，说明我国区域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基本上处在中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具体来看，2008年广东、江苏仅处于良好耦合协调阶段，到2017年两省耦合协调度分别达到0.782和0.718，上升至优质耦合协调阶段，表明广东和江苏两省逐渐成为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领头雁；而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一直处在低度耦合协调阶段，未来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其他省份也分别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如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等地区从中度耦合协调上升为良好耦合协调，广西、重庆、云南、贵州等地区从弱耦合协调上升为中度耦合协调等，进一步表明我国区域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正处于“退弱、趋良、创优”的良性局面。

表3  我国30省份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其类型

	地区
	省份
	2008年
	类型
	2017年
	类型
	10年均值
	类型

	东部
	北京
	0.477
	中度耦合协调
	0.616
	良好耦合协调
	0.546
	良好耦合协调

	
	天津
	0.371
	中度耦合协调
	0.422
	中度耦合协调
	0.402
	中度耦合协调

	
	河北
	0.323
	中度耦合协调
	0.464
	中度耦合协调
	0.401
	中度耦合协调

	
	辽宁
	0.399
	中度耦合协调
	0.455
	中度耦合协调
	0.440
	中度耦合协调

	
	上海
	0.457
	中度耦合协调
	0.510
	良好耦合协调
	0.470
	中度耦合协调

	
	江苏
	0.526
	良好耦合协调
	0.718
	优质耦合协调
	0.640
	良好耦合协调

	
	浙江
	0.431
	中度耦合协调
	0.593
	良好耦合协调
	0.531
	良好耦合协调

	
	福建
	0.335
	中度耦合协调
	0.442
	中度耦合协调
	0.402
	中度耦合协调

	
	山东
	0.498
	中度耦合协调
	0.668
	良好耦合协调
	0.588
	良好耦合协调

	
	广东
	0.547
	良好耦合协调
	0.782
	优质耦合协调
	0.654
	良好耦合协调

	
	海南
	0.256
	弱耦合协调
	0.237
	弱耦合协调
	0.235
	弱耦合协调

	中部
	山西
	0.326
	中度耦合协调
	0.385
	中度耦合协调
	0.363
	中度耦合协调

	
	吉林
	0.309
	中度耦合协调
	0.374
	中度耦合协调
	0.346
	中度耦合协调

	
	黑龙江
	0.330
	中度耦合协调
	0.358
	中度耦合协调
	0.358
	中度耦合协调

	
	安徽
	0.311
	中度耦合协调
	0.501
	良好耦合协调
	0.418
	中度耦合协调

	
	江西
	0.298
	弱耦合协调
	0.424
	中度耦合协调
	0.361
	中度耦合协调

	
	河南
	0.339
	中度耦合协调
	0.504
	良好耦合协调
	0.424
	中度耦合协调

	
	湖北
	0.352
	中度耦合协调
	0.490
	中度耦合协调
	0.427
	中度耦合协调

	
	湖南
	0.319
	中度耦合协调
	0.435
	中度耦合协调
	0.388
	中度耦合协调

	西部
	内蒙古
	0.274
	弱耦合协调
	0.347
	中度耦合协调
	0.324
	中度耦合协调

	
	广西
	0.256
	弱耦合协调
	0.348
	中度耦合协调
	0.317
	中度耦合协调

	
	重庆
	0.295
	弱耦合协调
	0.419
	中度耦合协调
	0.364
	中度耦合协调

	
	四川
	0.388
	中度耦合协调
	0.498
	中度耦合协调
	0.445
	中度耦合协调

	
	贵州
	0.214
	弱耦合协调
	0.337
	中度耦合协调
	0.272
	弱耦合协调

	
	云南
	0.258
	弱耦合协调
	0.336
	中度耦合协调
	0.297
	弱耦合协调

	
	陕西
	0.319
	中度耦合协调
	0.516
	良好耦合协调
	0.403
	中度耦合协调

	
	甘肃
	0.267
	弱耦合协调
	0.338
	中度耦合协调
	0.299
	弱耦合协调

	
	青海
	0.205
	弱耦合协调
	0.262
	弱耦合协调
	0.229
	弱耦合协调

	
	宁夏
	0.213
	弱耦合协调
	0.285
	弱耦合协调
	0.250
	弱耦合协调

	
	新疆
	0.245
	弱耦合协调
	0.292
	弱耦合协调
	0.276
	弱耦合协调


4.4  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分析

进一步探讨30省份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表3可知，在两个时间节点上，处于良好耦合协调的省域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2008年主要是广东、浙江，到2017年增加了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区，表明东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发展进程相对较快，两系统良好耦合协调发展的扩散效应显著；除了安徽和河南进入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外，2017年中部其他地区主要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进程相对缓慢；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弱耦合协调的省域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2008年除了陕西和四川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其余均为弱耦合协调阶段，2017年情况得到显著改善，只有青海、宁夏、新疆处在弱耦合协调阶段。同时，需要意识到，西部有些省份虽然已经步入了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但与东部、中部地区还存有一定的差距。进一步对照10年间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度均值类型，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大致呈现出“东高、中平、西低”的梯度空间分布格局。
4.5  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4.5.1  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根据式（4），运用Stata 15.0软件计算得出2008－2017年30省份科技创新水平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s I值和正态统计量Z值（见表4）。需要指出，Moran’s I值大小对空间权重的设定较为敏感，采用反距离权重矩阵测度的数值符合实际，并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本研究的Moran’s I测度结果具有可信度[30]。依据表4检验结果可见，2008－2017年30省份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Moran’s I值均大于零，且都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我国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集聚性。从Moran’s I值的变化趋势来看，2007－2018年两系统耦合度的Moran’s I值变化不大，整体趋于稳定，反映出我国区域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稳步渐进式集聚。
表4  2008－2017年我国30省份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

	指标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Moran＇s I
	0.069***
	0.078***
	0.061***
	0.065***
	0.064***
	0.068***
	0.066***
	0.067***
	0.069***
	0.052**

	Z(I)
	2.862
	3.122
	2.647
	2.785
	2.759
	2.862
	2.793
	2.822
	2.898
	2.410


注:1）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计算的莫兰指数值；2）*、**、***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4.5.2  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根据式（5），运用Stata15.0软件进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得出我国30省份各科技创新系统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耦合协调度的LISA分布表（见表5）。限于篇幅原因，仅列出2008年、2011年、2014年与2017年的LISA分布情况。具体来看，高-高（HH）区的数量逐渐增加且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安徽、河南、湖北部分中部地区；而低-高（LH）区的数量出现下降，空间分布上由集中趋向分散，主要为山西、吉林、江西、湖南等少数中部地区以及海南等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较低的东部地区；低-低（LL）区的数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主要包括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宁夏、新疆等西部地区；高-低（HL）区的数量最少，主要是广东和四川，这是由于其邻接省份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低，而自身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因此划分在高-低（HL）区。此外，2014年和2017年高-低（HL）区增加了陕西，原因在于陕西省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逐步提升，受极化效应影响而进入高-低（HL）区。
整体来说，在4个时间节点中，高-高（HH）区和低-低（LL）区的数量波动增加，占比均达到70%，反映出空间同质特征大于空间异质特征，并且存在显著的局部空间相关性，进一步表明我国各省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趋向于“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此外，高-高（HH）区的数量逐渐超过了低-低（LL）区的数量，说明高-高（HH）区内辐射带动效应显著，区域之间协调发展能力逐渐得到改善；同时，高-高（HH）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则表明东部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而低-低（LL）区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表明西部各省域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得出30省份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的“东高、中平、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的结论。
表5  我国30省份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LISA分布

	类别
	2008年
	2011年
	2014年
	2017年

	高-高（HH）区
	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北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

湖北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

河南、湖北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

湖北

	低-高（LH）区
	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湖南
	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西、湖南、海南
	山西、内蒙古、江西、福建、湖南、海南

	低-低（LL）区
	山西、湖南、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
	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
	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高-低（HL）区
	广东、四川
	广东、四川
	广东、四川、陕西
	广东、四川、陕西


5  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分析

5.1  变量选择
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众多，基于已有研究以及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分析，本研究从产业层面、市场层面、政府层面以及区域层面选取相关变量[31-35]，来系统性探讨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具体而言：

（1）产业层面选取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EIS）。吕明元等[31]指出产业作为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重要基础，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将迫使传统企业进行创新改革，实现节能减排，进而推动区域生态创新型产业的大发展。本研究按照杨丽君等[32]学者的测度方法，通过三大产业的产值之和与其能源消耗总量之比来表示区域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
（2）市场层面选取市场竞争程度（ML）。市场是企业创新交流和创新产品交易的重要平台，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力会对高技术产业企业形成模仿压力，将鼓励高技术产业企业趋向低碳环保型产品的研发[33]。因而本研究选用高技术产业企业数量来表示市场竞争程度。
（3）政府层面分别选取环境规制（ER）与政府科技创新支持（FIN）。贺灵等[34]指出政府作为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重要引导者，颁布的相关政策和科技创新支持将有利于科技创新绩效和生态环境优化水平的提升，本研究则分别选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地方财政中科技经费支出来表示政府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支持。
（4）区域层面选择城镇化率（URAL）。田逸飘等[35]指出区域城镇化进程是影响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重要外在因素，其中人口城镇化是主导因素，因而本研究选择区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区域城镇化率。
5.2  空间计量模型设计

根据前文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30省份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存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而选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较为合适。按照式（6）可知，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与空间杜宾模型（SDM）。为准确地刻画选择变量（驱动因素）对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度的空间影响关系，需要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因此本研究按照勒沙杰等[36]的做法，通过LR检验、LM检验以及模型估计效果进行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首先，构建无空间交互效应的面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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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中，为尽可能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的影响，选择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取对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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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前文已有交代】。
根据固定效应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的LR检验分别为586.709和30.401，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因而需要通过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LM检验进行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2008－2017年我国30省份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无空间交互效应面板模型LM检验
	项目
	混合估计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

	
	检验值
	P概率
	检验值
	P概率
	检验值
	P概率
	检验值
	P概率

	空间滞后LM检验
	4.3859
	0.036
	11.389
	0.001
	33.714
	0.000
	4.413
	0.036

	空间误差LM检验
	42.934
	0.000
	0.116
	0.733
	0.164
	0.686
	1.399
	0.237

	空间滞后稳健LM检验
	3.778
	0.078
	12.424
	0.000
	39.586
	0.000
	4.919
	0.027

	空间误差稳健LM检验
	39.327
	0.000
	1.151
	0.283
	6.036
	0.014
	1.906
	0.167


注：LM检验结果是由 MATLAB R2018a软件计算得到。
根据表6的检验结果，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下的空间误差LM和稳健LM数值均未通过显著水平，而空间滞后LM和稳健LM数值均通了5%显著性检验，表明选择空间滞后模型比空间误差模型更适合本研究。此外，考虑到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是省级面板数据，样本量有限，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就会因为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过多从而导致自由度浪费，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37]。因此，选择空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AR）进行之后的回归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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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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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反映邻近地区对本地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其余相关解释同上。
该模型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为13.97，通过5%显著性检验，也表明选用空间固定效应比较合适。
5.3  回归结果分析与空间影响效应分解
5.3.1  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回归结果及空间滞后模型影响效应分解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空间自回归系数ρ为0.222，符号为正并且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与前文Moran’s I值为正相吻合，进一步表明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度受周边地区与其他因素的正面影响。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市场竞争程度、环境规制、政府科技创新支持以及城镇化率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并且都通过了1%显著检验，表明这些因素对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均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进一步列出了空间固定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SEM）估计结果，可见空间自相关系数λ显著，故选用空间误差模型不适合本研究，验证了前文的检验结果。
表7  2008－2017年我国30省份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模型回归分析
	变量
	估计结果
	影响效应分解

	
	空间滞后模型
	空间误差模型
	直接效应
	溢出效应
	总体效应

	LnEIS
	0.082***
(4.82)
	0.103***
(6.33)
	0.083***
(4.75)
	0.024***
(2.82)
	0.107***
(5.13)

	LnFIN
	0.066***
(6.84)
	0.084***
(8.83)
	0.067***
(7.06)
	0.019***
(3.07)
	0.086***
(8.35)

	LnER
	0.021***
(3.33)
	0.018***
(2.75)
	0.020***
(3.59)
	0.006**
(2.01)
	0.026***
(3.34)

	LnML
	0.049***
(4.49)
	0.038***
(3.04)
	0.050***
(4.60)
	0.014*
(1.95)
	0.064***
(3.78)

	LnURAL
	0.242***
(3.88)
	0.357***
(6.51)
	0.241***
(4.10)
	0.067***
(2.98)
	0.308***
(4.70)

	ρ / λ
	0.222***
(3.40)
	0.108

(0.46)
	
	
	

	R2
	0.910
	0.906
	
	
	

	Log-Likelihood
	634.586
	629.107
	
	
	

	N
	300
	300
	
	
	


注：括号里的数值表示t值。下同。

5.3.2  空间影响效应分解

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空间自回归系数ρ显著不为0，则表明空间滞后模型的回归系数值不能直接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需要进行空间效应的分解，因而，进一步采取勒沙杰等[36]的做法，利用求偏微分的方法将模型估计系数值分解出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见表7）。

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系数值分别为0.083、0.024和0.107，且都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每提高1%，将促使整个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0.107%，其对本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促进作用分别为0.083%和0.024%；同时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生态水平对本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周边地区，原因在于带动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而促进周边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效应滞后。此外，市场竞争程度、政府的科技创新支持和环境规制的效应估计系数虽然显著为正，但对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其中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估计系数值分别仅为0.02和0.006。原因在于政府实施环境规制使地区生态环境得到优化，但科技创新促进效果并不明显；同时，可能会造成污染企业趋向周边地区，尽管会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但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最后，可以看到区域城镇化率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估计系数值分别达到0.241、0.067和0.308，且都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表明区域城镇化率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区域城镇化是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重要平台，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区域城镇化率的溢出效应远小于直接效应，则进一步表明应科学推进区域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才能有效释放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红利和溢出效益。

5.4  模型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通过调整空间权重矩阵、变换回归模型的方式重新进行模型估计。具体而言，邻接矩阵作为空间计量回归的基础权重矩阵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其中，邻接矩阵主要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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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两个空间单元（i和j）在地理上邻接时，Wij为1，反之为0。此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可进一步构建经济距离矩阵进行模型的估计检验。而经济距离矩阵主要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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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省域之间，经济距离Wij为2008－2017年两个省域的人均GDP均值之差的绝对值倒数，反之则为0。最后，在不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况下，采用固定效应的传统计量模型进行模型的估计检验（见表8）。根据表8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空间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与不同空间权重的空间滞后模型的回归结果趋于一致，符号均未发生变化，并且都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此外，基于反距离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拟合优度相对较高，表明该模型估计效果更好。综上可知，本研究的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8  2008－2017年我国30省份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滞后模型稳健性检验

	变量
	       传统计量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

	
	（无空间效应）
	（邻接矩阵）
	（反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lnEIS
	0.104***
(6.03)
	0.087***
(5.11)
	0.082***
(4.82)
	0.085***
(5.12)

	lnFIN
	0.086***
(9.72)
	0.072***
(7.62)
	0.067***
(6.84)
	0.072***
(8.06)

	lnER
	0.018***
(2.76)
	0.019***
(3.24)
	0.021***
(3.33)
	0.021***
(8.06)

	lnML
	0.035***
(3.18)
	0.046***
(4.24)
	0.049***
(4.49)
	0.047***
(4.40)

	lnURAL
	0.354***
(6.15)
	0.262***
(4.26)
	0.242***
(3.88)
	0.245***
(4.02)

	ρ
	−
	0.164***
(2.97)
	0.222***
(3.40)
	0.199***
(3.54)

	R2
	0.907
	0.909
	0.910
	0.908


5.5  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东、中、西地区在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等诸多领域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30省份层面估计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分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根据前文指出的被解释变量滞后项显著不为零，回归系数则不具有解释性，需要进行效应分解，因而直接列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效应估计系数值进行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此外，为避免弱耦合协调度的省份对东部地区模型效应分解的影响，采取排除海南省进行模型估计。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政府科技创新支持、环境规制、市场竞争程度、城镇化率均显著为正，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因素对东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发展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效用系数估计值高于全面层面，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相对较好，这些因素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对邻近地区也起到了有效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中部地区各变量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并且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的总效应也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中部地区作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存在着创新驱动的“恶性竞争”以及“污染避难所”的特征。此外，政府科技创新支持、环境规制、市场竞争程度和城镇化率对中部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市场竞争程度较弱、城镇化进程缓慢，因而对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产业结构生态水平、政府科技创新支持和环境规制均起到了显著的促进效果，因而这3个方面将成为西部地区促进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表9  2008－2017年我国30省份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分区域空间滞后模型影响效应分解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直接效应
	溢出效应
	总体效应
	直接效应
	溢出效应
	总体效应
	直接效应
	溢出效应
	总体效应

	lnEIS
	0.118***
(4.90)
	0.036***
(2.70)
	0.154***
(5.19)
	0.015***
(0.68)
	0.002

(0.35)
	0.017

(0.64)
	0.145***
(5.20)
	0.042**
(2.09)
	0.187***
(4.55)

	lnFIN
	0.056***
(4.50)
	0.017***
(2.64)
	0.073***
(4.84)
	0.065***
(5.18)
	0.013

(1.57)
	0.078***
(5.66)
	0.089***
(5.63)
	0.025**
(2.49)
	0.114***
(6.03) 

	lnER
	0.022***
(3.19)
	0.007*
(1.83)
	0.029***
(2.93)
	0.031***
(2.83)
	0.006

(1.23)
	0.037***
(2.61)
	0.021**
(2.50)
	0.006*
(1.65)
	0.027 **
(2.39) 

	lnML
	0.071***
(4.74)
	0.023*
(1.91)
	0.094***
(3.77)
	0.094***
(4.58)
	0.021

(1.25)
	0.115***
(3.43)
	0.014

(1.15)
	0.005

(0.95)
	0.019

(1.13)

	lnURAL
	0.451***
(6.18)
	0.139***
(2.64)
	0.590***
(6.36)
	0.339***
(2.85)
	0.062

(1.57)
	0.401***
(3.31)
	0.041

(0.44)
	0.006

(0.21)
	0.047

(0.40)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的耦合协调机理进行剖析，构建出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分析了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并综合已有研究，从产业层面、市场层面、政府层面以及区域层面等四大方面选择相关变量，进一步探究了我国各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各省域科技创新水平与生态环境优化水平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但大部分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普遍滞后于生态环境优化水平；同时，各省域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并且存在着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

（2）各省域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发展进程缓慢，大部分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仍处在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在空间特性上，我国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逐渐呈现出“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且进一步表现出“高高-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性；此外，高高集聚区的地区数量不断增加，进一步表明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在高值区扩散效应显著，应积极发挥高值区的辐射效应，以形成高值区驱动周边区域发展的良性局面。

（3）区域城镇化率、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市场竞争程度、政府科技创新支持、环境规制等5个驱动因素对我国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别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全区域层面，区域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对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强，而市场竞争程度、政府科技创新支持与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分地域层面，这些驱动因素在东部均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中部地区虽然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但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即各驱动因素在区域内促进作用显著，但区域之间相互促进效果较差，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政府科技创新支持和环境规制起到了主要驱动作用。因而，应根据影响因素的驱动效果，并结合区域特点来进行相关的政策的设定。

基于前文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本研究得到的政策启示：一是积极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各省域在鼓励传统企业生态化创新转型的同时，可适当地采取创新补贴和污染治理指导等配套措施，来减少企业面临的负外部性或高成本等问题，进而推进节能环保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力发展，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生态化发展进程。二是有效激励市场活力。要完善市场绿色发展制度，进一步构建生态环境治理导向和绿色创新产品需求的信息化平台，培育出良性循环发展的市场竞争环境。三是充分发挥有为政府职能。应结合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化、协调化的科技创新支持体系和生态环境优化评价系统，避免区域科技创新的“一窝蜂”现象和生态环境优化的“一刀切”管制。四是科学安排城镇化进程。积极推进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提升城镇化质量，充分释放城镇化发展红利及其溢出效应。此外，要注重因地制宜，东中西各省域应采取差异化策略组合：东部地区在处理好自身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应加强地区之间的互动协调发展，有效释放溢出效应，做好东、西部的重要传导轴；西部地区则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地区生态型产业发展。

注释：

1）本文东、中、西部的区域划分法主要按照“七五”规划中的相关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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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倒逼科技创新

产业结构优化
绿色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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